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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闽西宗族型村庄为例，探讨房屋共有如何作为稳定形态存续，而
非向私有过渡的前现代残余。研究发现，案例村的祠屋系统构成宗族社会的物
质本体，并通过房支与房屋体系之同构、祠屋合一的空间配置以及分中有合的
继承实践，使房产共有与个体占有长期并存；土改打破了家族共产，将地主房产
分予贫下中农，然而改革开放后，房产却向传统共有逻辑复归。比较案例揭示，
原家族后代对房间的“实体占有”（物理控制）与祖先对祠厅的“虚拟占有”（象
征在场）结合，构成祖产追索和共有回归的锚点。上述发现挑战了西方法学“占有
导向私有”的线性预设，表明占有可以是共有的技术而非私有之先导。理解中
国乡村产权需关注房屋的本体论价值，现代产权制度亦可兼容传统共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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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estral hall and residence accom modates both ritual and residential functions
through a spatial layout characterised by a central axis symmetry and a courtyard
complex. Inheritance practices that maintain unity amid division -such as cross-
allocation and communal use -have enabled the long - term coexistence of property
co-ownership and individual possession. The Land Reform of the 1950s dismantled
lineage organizations and lineage communal property, redistributing many landlord
properties to poor and lower-middle peasants with formal title registration. However，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1980s，accompanied by the revival of
ancestral worship practices，these households have gradually sold the properties
back to the descendants of the original landlord families，leading to a reversion of
house property toward the traditional logic of lineage and family co -ownership.
Comparative cas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actual possession”
（physical control） by descendants of the original landlord families and“virtual
possession”（symbolic presence） by ancestors in the ancestral hall constitutes the
crucial mechanism for reclaiming ancestral property and serves as an anchor for the
restoration of co-ownership. Only when the integration of hall and residence is
achieved- that is，when property co-owners simultaneously constitute a worship
community aligned with the lineage structure -can a sense of complete ownership be
attained，thereby ensuring the continuity of possession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ownership. This finding challenges the linear presumption of “possession leads to
private ownership”in Western jurisprudence，demonstrating instead that possession
can function as a precursor to communal ownership rather than privatizat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understanding rur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requires attention to
the ontological value of housing， and that modern property institutions may
accommodate traditional co -ownership wisdom at the legal level .
Keywords：house，co-ownership，possession，lineage，LandReform

一、从共有到私有？———占有转换范式及其在房屋实践
中的分殊

共有常被认为是“纷争之源”，因为它较不稳定且难以维系，许多立
法者甚至主张避免共有（周枏，2014；鲍尔、施蒂尔纳，2004）。的确，历史
上曾有诸多共有制度，但大都趋于瓦解，逐步让位于分开的、个体的所
有权。梅因（2009）（Henry Maine）认为，更原始的财产状态是共同所有
权，如印度和俄罗斯的村落共产体皆为亲族集团共有领地且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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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根（2007）（Lewis Morgan）综合诸多原始与古代社会的情形后指出，
土地最早是部落共有，通过亲属继承制度，转变为氏族或同宗共有，再
发展出家庭和个人所有。即便是最终建立成熟的个人所有权的古罗马，
也曾有家父长制下的不分遗产共同体（consortium ercto non cito），即家
父死后所有继承人作为联合体共享对遗产不可划分的所有权（盖尤斯，
2007）。中世纪封建制下的西欧社会也普遍存在共有财产制度。譬如，日
耳曼村落共同体的“总有”（Gesamteigentum）制度，即村庄作为团体来共
有、管理、处分土地等财产，村民依据共同体成员身份享有使用收益之
权能（史尚宽，2000）。英国亦曾有著名的公地 /共有地（commons）制度，
即村民依惯例在领主制下的公地和敞田上享有放牧、砍伐等共同使用
权。但是，近代以来，这些共有财产或被分割，或转化为现代法人所有，
融入与罗马法之个体所有权观念更接近的现代私有财产权体系之中。
如今，欧陆各国民法虽然依然保持着“共有”规定，但主要是“按份共
有”，共有关系可随时解除，从而分割了所有权，具有明显的个体主义色
彩，而被认为更具整体主义的“共同所有”则仅剩几种法定类型，属于物
权中的“例外”（张双根，2006）。

在对“共有”向“私有”演化的解释中，“占有”论构成一个核心范式。
洛克（John Locke）认为，人排他性地占有己身及己身劳动，继而可将投
身劳动的对象物据为己有（appropriate），耕作土地就是通过劳动达成对
原本共有（common）之土地的私人占有（private possessions），财产权（property）
由此确立（洛克，2018；Locke，2002）。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同样认
为，人凭借劳作而占有土地（possession），共同体或国家将占有者（possessors）
的据有 （usurpation） 转变为合法的所有权 (ownership)（卢梭，2009；
Rousseau，1994）。在这些假说中，个人占有分割了全体共有，并由国家确
认所有权。在法权史中的确存在类似的趋向，尽管国家存在的时机并不
相同。例如，罗马在扩张过程中通过土地分配进行殖民，向殖民者分配的
土地从共有地（commons）中分离出来，作为私人地产授予个人，不予分
配的土地则成为公有地（ager publicus），可定居使用但不可交易，也有
部分保留为新集体的共同放牧地（ager compascuus）。上述两种土地划分
均导致原有土地共同体和古老共有地的瓦解 (Weber，2008）。公有地上
定居者的先占权利（occupatio）最初是通过行政禁令予以保护的，但这暂
时的权利最终永久化了，公元前 111 年的《土地法》将公有地上的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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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possessiones）转变为了拥有完整产权的私有财产（Weber，2008）。在
此过程中，除所有权的直接分配外，持续占有先后使得共有和公有都转
化为了私有。英国圈地运动（enclosure）也是开放的公地和细碎的敞田被
逐步圈占，成为领主、富裕自耕农及新兴资产阶级的私人财产，从而摧
毁了传统乡村“共有的习惯”（汤普森，2002：164-172）。

与上述西方社会中共有作为过渡性存在，并且占有作为共有向私
有发展的重要转换器的状况不同，中国社会不仅长期存在共有，也存在
持续的私人占有与私人所有，后者并未消解前者，二者长期共存。其中
最为醒目的，是建立在同居共财传统之上的家族共产制（滋贺秀三，
2013），它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并未因社会发展而消亡，甚至还愈往后
期愈发兴盛。例如，明清时期华南宗族社会发达，有大量共有的族产。弗
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和科大卫（David Faure）都将宗族视作以祭祀
共同祖先为名的控产组织 （corporate groups，corporation，incorporation）
（Freedman，2020；弗里德曼，2000；Faure，2007；科大卫，2010）。 1依托宗
族组织的展开，宗族及其房支共有诸多山林、田地、祠堂和店房等，其中
最主要的是土地，包括族田、祠田、祭田、学田、义田等。除此之外，地方
组织（如会、社）也拥有诸多公产，和宗族共有的族产共同构成乡族共有
经济。乡族共有和国家所有、私人所有长期共存，成为某些区域最重要
的经济成分（郑振满，2009；傅衣凌，1988，2007），甚至私人土地也被认
为总是同时附着了国家和乡族共同体的权利，而非纯粹的私人所有（杨
国桢，1987）。共有形态的丰富和持续，使得中国社会有别于倾向个人所
有权的西方传统。

即便进入现代社会，这一分殊也同样显著。现代西欧社会建立在私
有产权原则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基础之上。学术话语与现实倾向互相加
强，西方现代产权经济学将产权视作市场经济的核心制度，认为只有通
过明晰的、排他性的私有产权安排，方能内部化“外部性”，并降低交易
成本，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避免“公地悲剧”（Coase，1937；Demsetz，
1967，1988）。与之形成对照的是，20 世纪中国革命虽然打破了乡族组
织和共有经济，但并未全盘走入西方式的私有产权制度，而是创造出了
新的集体化传统与共有形态。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村社以地
缘和行政规划为基础构建出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新形态的“集体所
1. 相比之下，科大卫更强调祠堂礼制化和国家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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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至在“政社分离”和“包干到户”后仍具韧性。例如催生出异军突
起的乡镇企业集体经济。正因面对“产权模糊”的乡镇企业或集体产权，
中国学者开始对立足于市场经济和私有传统的西方产权理论做出重要
补充（Gluckman，1965；刘世定，2005），通过“产权的社会视角”或“产权
的社会建构逻辑”将中国经验亦即社会学视野融入进来（曹正汉，
2008）。例如，周雪光（2005）以“关系产权”描述企业组织与内外环境中
的各种稳定纽带关系；折晓叶、陈婴婴（2005）用“社会合约性产权”揭示
社区集体制中社会关系不断协调形成的规定性秩序；申静、王汉生
（2005）将产权关系视作个体行为者与社会环境不断互动的过程。这些
研究以“社会”补充甚至替代经济学中的“市场”，强调各种非市场性的
“社会关系”，以此解释不完全私有或集体共有的逻辑。

家族同居共财的实践与观念在当代中国也并未完全消失，本文关
注的闽西宗族型村庄即为典例。历史上曾是房派家族共居共有的大型
祠屋建筑在土改时经历了剧烈的产权置换———大量地主家族房产被分
予贫下中农家庭，由后者稳定亦合法地居住占有数十年。然而，改革开
放后，贫下中农住户却逐渐放弃房产，将其卖还给原地主家族后代，即
更具个体性的房产所有与占有解体，向曾经的宗族 /房族 /家族共有复
归。在理解此类现象时，“祖业权”是学界最常援引的概念。“祖业”主要
指祖先留下来的房屋和土地等不动产业，但强调的不是物理对象本身，
而是与之相关的收益（陈柏峰，2020）。既有研究多将祖业权置于“国
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下，视其为与正式产权、国家法并行甚至对立的
非正式产权、民间法或地方性规范（陈锋，2012；谢小芹、简小鹰，2014；
张富利，2017；刘锐，2018；陈柏峰，2020）。此类研究强调“祖业”作为“家
业产权”的人格化特征与象征特性，即家业财产须由祖先、我和子孙构
成的可无限延伸的家族复合体所共有（桂华、林辉煌，2012；陈锋，2012）。
“祖业权”研究多聚焦于地权冲突时刻，认为这种与身份性密切绑定的
传统产权形态仍深刻塑造着当下的地方产权实践。例如，在与国家法律
和政府行为冲突时，群体或个人对土地所有关系的历史描述可以成为主
张现实权利的依据（陈柏峰，2020；吴秋菊，2014；谢小芹、简小鹰，2014）。

上述两类研究中，“社会视角”的产权研究强调主体间的社会关系，
“祖业权”研究强调“祖业”的观念性与人格化特征，这些对于揭示“何
以共有”固然重要，但却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物”，即联系了多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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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被占有也被争夺的“物”的特性尚未被充分揭示出来。
就本文所关注的华南宗族房产共有现象而言，物之特性至关重要。

首先，宗族社会中的人—人关联是在与人—物关系中被界定和互相生
成的。家族成员关系与房地、祠堂等共有物之共享密不可分，这些重要
之物并非抽象的、外部的、独立的对象，而是具体的、丰富的实践综合
体。其次，就房屋而言，它的空间属性尤为明显。虽然房产实践复杂，但
建筑空间形式及占有归属具备某种清晰性，这与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房
屋演化出的在物质、社会和象征上的同一性秩序有关，这种空间可辨性
适于观测宗族社会的“共有逻辑”。再次，房屋比土地或其他家业财产都
更具整体性和稳定性。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房产因与特定群体混融而具
有某种“不可转让性”（周歆红，2016），是“传家宝”而非市场流通性财
产（赵丙祥、童周炳，2011），这就使得对房产的研究必然依赖也必然可
以揭示对乡土社会的整体性理解。1949 年之后，乡村土地所有权分配
几经变动，房屋占有与继承却相对延续，因此，在社会变迁中检视房产
共有的衍变，可反映乡族传统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处境与命运。

本文将以闽西一单姓宗族型村庄为例，探讨其中的房产观念与实
践在乡族传统、国家干预与当代复归中的动态演变，进而理解房屋这一
特殊之物的共有逻辑，回应“共有何以存续”这一经典命题。文章将阐述
宗族房派与房屋之同构，分析房屋如何以物质空间形式和社会过程整
合世系与居住、共有与分有。本文同时关注现代国家进程对家族房屋共
有制度的冲击与重构。在案例村庄中，大量地主房屋在土改中被分予贫
下中农，打破了原先房族与房屋之对应，但在改革开放恢复祭祖后，贫
下中农住户却逐渐将房产卖还给了原地主家族后代。研究将通过比较
案例揭示，长期稳定的土改迁入家庭对房产的“合法占有”或“事实占
有”并未导向个体所有权的确认与分离，反而由于原家族后代对个别房
间的“实体占有”与其祖先对祠厅空间的“虚拟占有”的结合，最终导向
房屋家族共有权的回归。本文对宗族村庄房产共有韧性的阐释，或可说
明共有可以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不必被认作是过渡或前现代残余，进
而挑战“共有—（占有）—私有”的线性演化预设。本文对房屋制度的分
析，提示出“何物以何种方式被共有”与“谁共有”同样重要。此外，面对
当下现实的讨论则试图为在乡村集体所有制安排中兼容共有传统和私
产需求提供思路，从而为创新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提供启示。

213· ·



社会·2026·2

二、案例地培田：在动荡中延续的宗族型村庄

案例地培田 2是福建省西部山区的一个客家单姓自然村。自开基祖

元末定居以来，已有 28 代。2025 年，该地户籍人口 442 户，1569 人。3如
今，虽有过半人口外流，但培田仍是有活力的乡村社区。培田因合院式
明清建筑群落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庄农业、宗族传统和文化
习俗都得到了较好保存。

培田曾长期是区域经济文化中心。自南宋以来，培田因处于长汀、
连城两县山路往来必经之地而繁盛。至清代，汀连古道升格为“官道”，
远近闻名，培田亦随之更盛。培田同时位于县域大宗商品主要航道上，
是重要的集散市场。培田子弟耕读传家、从官经商、置买土地、投资纸
坊、建造房屋、创立书院，是“河源十三坊书香之祖”。正是曾经的繁盛
造就了培田的数十栋华屋，本文关注的即是它们的命运。

培田的衰落是时代动荡的产物。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在闽西建
立了中央苏区，指挥部设在培田。战事破坏了村庄，国民党封锁令航运
停滞。1934 年龙汀公路修建，培田官道亦失去了重要性（李秋香，
2008）。1951 年到 1953 年，新成立的宣和区政府设在培田，征用了诸多
房产。恰因曾经富庶，土改时 168 户的培田评定出 47 户地主。村中土地
与房产被重新分配。另有大量族田或私田因在外地而被分予当地农民，
地主家族世代积累的财富就此流失。土改后，人均土地偏少，成分不好
的家庭比例又大，培田吴氏愈发衰落。

20 世纪 90 年代，培田外出务工者变多，但相比邻近村庄，地处深山
的培田发展步伐迟缓。不过，经济的滞后为古建保存赢得了时间。同时，
房屋规模大、结构一体和混居混用也使得当地政府难以单户拆建。2000
年左右，政府开始修缮文保建筑，并划出新村，老村有幸得到完整留存。
2005 年，培田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截至 2025 年，培田共有国家
级文保单位 25 处，省级文保单位 28 处 。

2. 按照社会科学田野研究惯例，田野地点通常需要进行匿名化处理。然而，本文所涉及
的案例村庄———培田，在多处参考文献（包括族谱、书籍、已发表论文等）中均已使用真
实名称出现，若强行匿名化，反而容易引发混淆与歧义。此外，培田作为历史文化名村和
旅游村，受到众多学者关注，当地村民也会收藏和售卖与培田相关的书籍。笔者认为，村
民较为愿意被宣传和书写。因此，本文决定保留“培田”这一真实名称。
3. 数据来源：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人民政府，2025 年 3 月 29 日，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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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田的文化传统、房屋留存和历史动荡吸引着笔者。2015 至 2023
年间，笔者数次前往调研，累计时间超过 1 年。培田历史文献丰富，留有
乾隆、同治、光绪三版《吴氏族谱》，并在 2004 至 2007 年间续修了族谱。
已有研究也有助于笔者吸纳史料、衔接现状和切入房产主题（郑振满、
张侃，2005；李秋香，2008；郑振满，2012）。本文所涉及关于土改以来状况
的资料主要来自口述史访谈。

三、“房—屋”同构：传统宗族制度下的共有分产实践

客家传统的房产共有实践并非单纯经济安排，而是房支裂变与建
筑分化同构的结果。就培田而言，分房既是房族之分，也是房屋之分。房
屋与房族之对应，构成宗族村庄的“房支—祠屋”体系，奠定了房族房产
共有序列的基本格局。祠屋一体、厅井合院的建筑形式和中轴对称、插
花分配等具体空间技术，又使得每个建筑都能够同时容纳祭祀与居住，
井然有序地安置家族集体所有和个体与小家庭占有，从而在房产析分
中始终保持祖产统一观念和共居共用实践，在不断分产中维系共有。在
这种房屋制度体系之下，居住者既是祭祀与血缘共同体，也是家产和生
活共同体。这种强大的整体性与向心力使得共有与私有可长期并存，占
有亦非完全私有权之先导。

（一）房的双重性：房族与房屋
房屋构成家族聚居的客家社会的重要本体，界定了群体与房屋之

对应，构成了房产共有的基础逻辑。已有学者指出，宗族制度里最重要
的是“房”的概念。“房”是宗族分支的次级单位，指代相对于其父而言
的儿辈男性，或从他之后的所有男性后代及其妻的父系团体（庄孔韶，
2000：227）。培田示例表明，“房”除了是宗族社会裂变的细分单位，还是
其空间裂变的基本单元。“分房”同时是房族之分和房屋之分，而房屋既
是住所和家产，亦是祖屋与祠堂。

培田村民对某人进行介绍时，最惯常的方式就是说明他与房族（祖
先世系）或房屋（祖宅）的归属关系。例如，“他是 XX 公那一房的”。有时
会补充：“就跟那个谁一房”，这是在指明房族归属；或者说，“他是 XX
公祠的”“是 XX 堂的”，这则是指他所属的祠堂或祖宅。有时会追溯得
远一点，说：“他们是从 XX 堂发出来的”。房族与房屋是一一对应的，个
人的身份定位是向上追溯，以重要的房派分支亦即房屋节点为标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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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合到分的过程，构成了从整体性出发的认知逻辑。换言之，不是
房屋归属个人，更多地是个人归属房屋。个人被置于家族团体中，人 /群
体与房屋亦可等同互换。例如下面这段自述：

双善堂跟我们官厅是兄弟。双善堂是我们的哥哥。我们是
官厅的后代，官厅的儿子是两个。最好的一个（后代）就是我们
大夫第，（是）第18 代吴昌同跟吴昌风盖下来的。

（访谈 20170805DFD-WZQ）4

陈其南（1985）强调，“房”的概念是厘清汉人家族制度的关键。他认
识到了家族土地的拥有和转移与分房相关，但仍把房视作纯粹系谱性
的。本文则在此指出，房与房屋具有系统对应关系，分房同时是系谱性
裂变和空间性裂变，实体性的房屋在房族分支与统合中具有重要作用。
宗族世系的分化延续始终伴随房屋的不断兴建与房产的诸子均分，家
族成员权资格的确认与承接共同的祖产和祭祀密不可分。房屋是实现
这一过程的主要中介与地点，对房屋的继承是在房族的共祠与共产脉
络中进行的。

（二）“房支—祠屋”体系：次第同构的共有序列
培田的宗族房派分支体系与祠屋体系次第同构，即祠屋建筑的物

理分化是宗族社会裂变的物质表征。每一栋房屋都镶嵌于整体的“房
支—祠屋”体系之中，房产实践亦处于整体性的宗族世系与祖产继承的
“团体—物质”关系网络之中。这赋予了房产共有基本的层级秩序。

培田的重要祖先皆有其对应祠屋。整个“房支—祠屋”体系分别由
全村 /全族共有的祖祠、重要房族分支节点共有的支祠和晚近家族共有
的宅祠构成。培田早期三位重要祖先皆有专祠。其中，一世祖于元代迁
入，旧居年代久远，无从追溯，祠堂八四公祠由后世新建。 5 三世祖祠 6

和六世祖祠 7则由其生前住所转化而来。这三座祠堂是如今所有培田

4. 为便于区分信息出处但不过度指向具体个人，本文引用原住户受访者的访谈资料时，
采用“访谈日期+堂号简写+受访者代码”的格式进行标注，引用迁入住户受访者的访谈
资料时，采用“访谈日期+受访者代码”的格式进行标注。
5. 1767 年为一世祖在汀州建八四公祠，后因年代久远而荒废；1947 年又在培田建八四
公祠，供一至十一世祖（李秋香，2008：95-97）。
6. 清乾隆丁亥年（1767 年），三世祖上头屋改建为文贵公祠，祀三至六世祖。参见培田吴
氏族谱（2004—2007 续修版）：525。
7. 六世祖郭隆公去世后，衍庆堂成为六世祖祠，并于九世时升格为培田吴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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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祖祠，也是每个培田人都“有份”的祖产。明中期以后，培田吴氏都
是六世祖郭隆公的后代，其祠堂衍庆堂也是村庄精神中心和公共活动
中心。

培田最重要也是如今相互区分最常用的房派分支是第十世，即明
后期形成的在敬公房、在崇公房、在中公房和在宏公房四大房。各房后
世在祖先住屋基础上改建成了在敬公祠、在崇公祠、在中公祠和在宏公
祠支派祠堂。祠堂建筑既标示并强化房族分支，也维系房族团结。四大
房之分仍深刻影响着培田今日的生活与政治。

十世祖后，房族分支与房屋建造愈发丰富，宅第规模更大，往往建
成后长期承担着祠堂与住宅双重功能。宅祠一体使得世系与房屋更为
合一。世系分化伴随房屋兴建、房产分配，共同的祠堂与房产又维系着
世系的统合。康乾盛世和清末民国是当地的两个重要人口增长期，也是
房屋兴建的繁盛期。例如，人丁尤为兴旺的在敬一房，在康乾盛世时期
房屋祠堂也尤为丰富。十四世吴日炎（1668—1723 年）三代共建七幢华
宅，包括容庵公祠、大屋、新屋、下业屋、银库等，至今仍多是宅祠共用，
既是祠堂也是房产，并在世系分支中不断被细分。例如，十六世文轩公
（1731—1793 年）两兄弟分别分到新屋和大屋，8 馥轩公所分大屋左右对
半，通过二房立养公和五房南邨公分别传下，但两房仍共享整个建筑与
祠堂，并和更多房族成员共享上溯至八四公祠的 9 个祠堂与建筑。

清末民国也是在敬公房南邨公的五子即十八世吴昌同五兄弟建房
最多。十八世五房中，吴昌同建继述堂，为培田最大规模建筑，五弟吴昌
风建务本堂，其下三房共建都阃府，大房吴华年建造双灼堂和灼其堂，
二房建如松堂，三房做官归田后以祖屋务本堂为宅。这些房屋皆为祠屋
一体，沿世系诸子均分继承。

由上可见，培田的房屋并非孤立的财产，而是嵌套在从上到下、由
总而分的各级宗族房支的祠屋层级网络之中。这是房产共有展开的基
本结构。每一栋房屋都是该层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既标示着房族—房
屋从何位祖先分出，也规定着房产同哪些亲属共有。

总祠，祀六世以上列祖列宗，但其他房间仍为住宅。乾隆年间（1762 年），各房
后代将自己所占房间捐出，衍庆堂成为专祠。参见培田吴氏族谱（2004—2007 续修版）：
525-526。
8. 参见培田吴氏族谱（2004—2007续修版）：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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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培田吴氏族谱（2004—2007 续修版）：529。
10. 培田大型木构建筑的诸多门板、隔板、屏风都可拆卸下来，在宴请或集体活动时，可
将中轴多重厅堂（如上、中、下厅）、天井（上置木板与室内地面齐平）、院落以

（三）祠屋合一：共产与共祠的空间配置
“房支—祠屋”体系构成房屋共有的总体脉络结构，祠屋合一则在

单个建筑中以具体的空间形式安置祭祀与居住、共祠与共产。培田住宅
皆为祠屋合一，在“求神不如拜祖”的培田人这里，有宅便有祠，住宅与
祠堂密不可分，所谓“祠而屋，屋而祠，一而二，二而一也”。 9 祠屋合一
可有多重含义：一是指某些祠堂直接由住宅演变而来，如早期的三世、
六世祖祠；二是指祠堂建筑形式与住宅一致，即便是后世为祭祀房派先
祖而专建的房祠（如四大房祠），基本的厅井厢房空间形式亦与住宅相
同，只是仪式空间占比更大；三是指房屋同时承担居住和祭祀两种功
能。明中后期以来，更多建筑初建时即为宅祠，在上厅设香火堂，发展到
三代可升格为支祠，五代可升格为房祠，但其余房间仍做住宅，祠屋一
体（李秋香，2008：104-105）。

祠屋合一的空间配置强化了客家房屋在观念上的整体性，使得房
屋总是与共同的祖先相关，并由祖先后代共享。祠屋合一之所以能够同
时容纳共同的祭祀和分开的居住，则借由中轴对称、厅井院落布局等具
体空间技术达成。祠堂和其他公共的厅堂空间位于中轴线上，住宅空间
分布在两侧横屋，祠厅是整个建筑空间与神圣性的核心。中轴线上朝天
井开敞的上厅是祭祀专属空间，背墙天子壁上有祖先画像或名字，壁前
有神桌，上奉祖先牌位，下奉土地神，再往前置方桌作香案摆放祭品，左
右置太师椅或长凳。祠厅始终香火不绝，除日常维护，还有每月初一、十
五上香，每年春祭、秋祭、正月拜图等周期性祭拜仪式，使得这一空间始
终被祖先“虚拟占有”，祖先在家宅中保持着象征性在场。下厅是更宽阔
开敞的共用空间，做仪式或日常之用。祭祖婚丧时人们在下厅做宴，平
常则用于置放公共物品与农具。其余用来居住的房间沿中轴线向两侧
依次排开，并在神圣性和物质性上依位次递减。上厅两侧的大屋间位次
最高，越向两侧横屋则高度越低、房间越小、木料越次、装饰越少，强化
着上厅祠祀统摄周边居住的优先地位。横屋复制中轴线上的厅井式布
局，由敞向天井的侧厅和其余厢房组成（见图 1）。分家后代在侧厅设置
供奉最近亡亲的神龛，厅井仍保持为共产共用空间。 10 例如，兄弟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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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继述堂十九世分家后所有权状况 （作者自绘 ，底图参见 ：李秋香 ，2008：164）

用横屋厅堂作餐厅，但各有房间和灶台。后代即便独立搬出也时常回家
祠祭拜，并同家族成员一起去支祠、房祠和祖祠祭祖。

祠屋合一如此统筹了世系与居住，将纵向的时间安置在空间中，房
屋兼容了神圣与世俗。它以具体的空间配置与实践使得每个人都与先
人、后人和整个家族群体相连，成为共祖与祭祀共同体，又在共同的继
承与居住中结成房产共有人。房屋与世系的结合使得房产与祭祀一同
沿代际传下。培田人常说：“XX 建筑我是有份的。”这里的“有份”，不仅
指这是他们祖先的宅第和祭祖的祠堂，还指他在房屋所有权意义上的
所有，而无论要与多少人共享。祠堂和神龛意味着向上追溯，房屋空间
格局上的分衍裂变则容纳了向下发展的潜能，这两者成就了拥有共同
就近祖先的后代可各有房产但仍能一起生活的愿望。居住者既是祭祀
与血缘共同体，也是家产和生活共同体。这一传统在土改的房产重置中
被破坏，又在祭祀恢复后再续。

（四）分中有合：继述堂的分家析产与层累共有
与西方历史发展中共有不断衰微并分裂为个体所有相反，培田提

及横屋的侧厅与天井全部打通为整体一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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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培田吴氏族谱（2004—2007 续修版）：529。
12. 培田人顺着建筑座向论左右。
13. 继述堂分家后，为了“补偿”二房、三房，搭配分给了他们工坊门楼的各一处店面，所
分房屋最差的二房还额外获得了官厅一间房屋。

供了能够长期动态容纳共有的社会形态之范例。培田房屋的占有始终
以祠屋一体大型住宅之共居共有为基础。房屋共有是分家析产的前提，
继承与分家并未瓦解共有，而是保持着分中有继也有合（麻国庆，
1999）。在此以继述堂为例，说明一栋房屋如何在建造、居住与析产的全
部时间序列中保持“共有”。继述堂建于 1884 年，占地 6900 平方米，共
18 厅 24 井 78 间房屋（见图 1），是培田规模最大的建筑，为家族共建共
有。据族谱记载，在继述堂建造的 11 年间，吴昌同四子共同分担、轮流
经营，是集全家族之力的共同产业。建成后，上厅香火堂神龛“升主”为
吴昌同飨堂，祀奉上溯至第六世郭隆公的牌位，成为祠屋合一的典型。11

共建和共祠是房屋家族共有的起点。
建成后，分家析产依乡族规范进行，诸子均分且代代保存共祀共

产。祠屋合一、厅井合院的空间形式完好适应家族内部统合共有与分
有。继述堂为五列四进，中间厅堂一列，左面一列、右面三列横屋。12初
次分家时，吴昌同四子（十九世）抓阄分家，大房分得右一横屋，四房得
左一横屋，二房、三房则各得右二、右三横屋的东西两半；中间的祠堂、
厅井与院落四房共有共用，上厅背后的小院为大房、四房共有，二房、三
房共有右侧两个天井与后门（见图 1）。据二房第二十三世子嗣描述，祖
母曾抱怨抽到的房子最差，外面两排房屋不如大厅左右两排高大漂亮，
“都是小木头、树尾巴”“第二排（横屋）还可以做双间，第三排就不能做
双间了”（访谈 20170805DFD-WZQ）。为平衡差异，分家打包房屋时将门
楼厅左右房间和中厅的两个大屋间分给了二房和三房，13 但并非同侧
同家，而是刻意交叉分配（见图 1）。插花占有房产加上共有共用空间的
牵制，大大降低了个别子孙售卖祖产的风险，技术性地构筑出防止房产
彻底私有化的物理防线。

四房后人亦逐代分家，更多家族成员分别继承和共有这栋大屋，在
房产和居住上既不断相互区分又不断交叉结合。以四房为例，二十世三
兄弟分家将左横屋分为三段，各有一厅，各厅设自家神龛，房间再次设
置交叉（见图 2，房间 1、2 有意插花）。其中长兄二十一、二十二世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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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世又分三兄弟继续划分房产，占有更为交叉细碎，但仍保持厅
井、过道的共有共用（见图 2）。培田房产的所有与占有便在这样的共
建共居、分家析产的房屋实践序列中进行着。因此，尽管房产划分越
来越细，但房间交叉分配和共有共用交织却变得越来越密，这种“层
累的共有”使得分家析产、子孙占有非但未能终结共有并导向私有，
反而成为再生产新一轮共有的起点。这些反私有化的技术，加之房屋
在物理结构和观念上的整体性，都在不断分裂中维系着家族整合和祖
产统一。

图 2： 继述堂二十世至二十三世分家状况 （作者自绘 ）

（五）小结：祠屋系统作为宗族社会之形态与共有之架构
培田的“房—屋”/祠屋体系整合了世系的时间性与房屋的空间性，

将祖先、宗族的整体性观念与祭祀、房产、居住的具体性实践统一了起
来。这一整套祠屋系统或者说房屋制度是客家宗族村庄最核心的社会
组织、价值观念与物质体的复合，是宗族社会的形态乃至本体，也构成
房产共有、继承与占有的基本时空结构。

上文已经论证了，祠屋系统是宗族社会层级性社会关系的具体化，
宗族房支的社会组织与聚落房屋形态有着系统性对应。可以说，“房—
屋”同构的祠屋体系就是培田宗族社会的物质形式与解剖结构（涂尔
干，2006）。祠屋合一的家宅建筑内部，通过具体的“社会—空间”配置，
整合了居住与祭祀，从而把人群的分与合、物质与精神、房产的分有与
共有等看似冲突的原则统合了起来（列维-施特劳斯，2007）。正如莫斯
（2014）笔下爱斯基摩人冬季集中与夏季分散的双重形态学分别对应着
共产主义与个体或小家庭所有的双重财产权那样，培田通过中轴对称、
厅井合院的具体空间设置，把个人与小家庭占有和家族共有这两种包
含对立性因素的财产权在同一时空中统筹了起来。这有赖于住宅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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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若非如此，则可能导向另外的产权形式。例如，某些徽州明清乡村宅地的研究显示，
虽亦有家族共产，但因产权细小无法建屋，未有如此共建共居的房屋形态保持凝聚，因
而宅地产权更易拆分买卖且更多作为投资而非住所，以致宅地共同占有股份制和金融
化使产权进一步零细（汪庆元，2019）。

会性与物质性结合的诸多空间技术，14 包括中轴公共空间强化祖先祭
祀、公共生活与共有房产；从中轴向边缘神圣次序递减的横屋设置、厅
井住宅单元组合令代际长幼有序共居；门与屏风满足独立与连通的弹
性需求；墙体共用、交叉分配等增加出售房产的难度，等等。这些都从物
理层面帮助实现和巩固了多层次的共有。

与此同时，祠屋系统也将“观念性”的祖先“落实”在了建筑之中，从
而得以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和想象更长时间脉络中的祖先与群体，进而
支撑“祖产”观念与实践。将祖先、世系、房屋视为统一连续的整体必然
包含了观念的力量（弗里德曼，2000）。科大卫（2010）认为，正是祖先这
一“意念的力量”为宗族控产提供着永恒基础，持续祭祀祖先的实践使
宗族成为控制财产的组织。张小军（2004，2012）指出，“祠堂之制”与“祖
先之礼”的结合使得祖先权力被注入类似国家权力那样的规范性与正
统性，并强调国家和宗族对地权的“象征占有”造成传统乡村中地权不
充分，认为祖先“观念 /伦理 /象征地权”的效力来自象征资本的再生产。
“祖业权”研究也多是强调祖业的观念性与象征性特点（桂华、林辉煌，
2012；陈锋，2012；陈柏峰，2020）。与以上强调意念、观念、想象、象征的
思路不同，本文强调房产观念的物质性基础，即祖产统一等房产观念的
规范性力量是在与建筑空间形式和居住共产实践的结合中得到巩固
的。祠屋合一的建筑形式和兼容祭祀与居住的空间安排，使得在当前家
族共有和私人占有之上，始终承载着共同祖先和更长远的世系群体的
共同所有。祖先借由中轴厅堂的祭祀空间与祭祀实践形成“虚拟占有”，
成为遥远又在场的控产者，统摄了子孙后代对居住房间的“实体占有”，
令房产始终具有向心性和向上回溯性。房屋实体也由于和祖先、世系观
念结合而有了推动自身及其所凝结的社会永续的灵魂。因此，即便在经
历土改这般被国家重置、法律确权的房产再分配后，作为祭祀与祖产共
同体的房支家族仍表现出强大的房产追索意向与能力，并最终导向传
统所有权格局的复归。

祠屋作为上述“物质空间—社会关系—宗族观念”的复合体，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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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注释本》（第二版）（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编，2022：
142）。我国民法典对于合伙是否为共同共有关系未有明文规定，学界通常认为合伙共有
是共同共有，但也存在一定争议。德国、瑞士等均将合伙共有视为共同共有。遗产分割前
的共有则常被认为是一个暂时状态，总是倾向于分割甚至以分割为目的，与我们在此讨
论的稳定持存的祖产性质也十分不同。

培田“共有—分有”房产制度展开的基本时空结构，型构其所有权样态。
房屋和宗族 /家族的整体性使得分家后的房产无法成为严格意义上的
私有财产。与所有权和产权理论里对物的绝对或排他性支配不同（洛
克，2018；Demsetz，1988），培田房产按照规定框架使用与继承，并不能随
意买卖，更像是世系群体“共同所有”下的个人与家庭“临时占有”的权
利，受到实际共有人甚至潜在共有人的牵制。我国民法将共有分为按份
共有和共同共有。其中，按份共有和单独所有一样，具有个人主义色彩，
可自由处分应有部分，随时可分割共有物。共同共有则更具团体性质，
共有人不得请求分割共有物，共有物处分应得全体共有人之同意。我国
民法中的共同共有主要包括夫妻共有、家庭共有、遗产分割前的共有。15

我们在此讨论的房产，包括祠堂和共用部分，在实践中更接近“共同共
有”，共有人在现实中无法请求分割。尽管分家析产使得居住房间“按份
共有”，但实际上，祠屋一体强化了房屋的公业性质，在实践中保持了对
房屋整体的“共同共有”。

因此，“房—屋”同构的整体性序列和祠屋合一的具体建筑形式，在
将世系的时间性、社会的组织性和房屋的空间性融为一体的同时，也赋
予共有与分有的空间和功能以明晰的规范，令子孙后代占有巩固家族
整体所有而非将其分化为私有，从而维护了共同所有这类在西方个人
主义式财产实践中容易分崩离析的所有权形态。在这种房产制度框架
下，存在对外和对内两种关系群的双层结构，但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
都只能是相对的、不饱满的所有权，而非排他的、绝对的财产权（王涌，
2019）。正是这一房产的“实践—观念”框架，对土改后打破家族边界的
房屋共有构成了挑战。

四、土改以来的房产再分配及其所有权复归

土改的平均主义和之后的集体化打破了传统宗族房支制度与家族
共产共居体系，上述传统的共有逻辑被大大破坏。土改将地主家族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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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培田吴氏族谱（2004—2007 续修版）：695-699。

与房派祠堂的“多余”房间分给贫下中农，并进行了所有权确权。共居者
不再是同一家族与祭祀共同体。此时，房屋内含的社会与观念系统已发
生改变，但建筑体得到了保存。半个世纪后，随着祭祖和宗族实践的陆
续复兴，不同房屋的所有权状况大不相同，但都向房产共有人同时是符
合宗族世系结构的祭祀共同体复归。本文的案例显示，原地主家族后裔
对房屋至少部分的持续占有构成产权追索成功的关键，符合祖产观念
的共居、共有与共祠才能达成更稳定的所有权。在此过程中，作为物理
事实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占有”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恢复而非瓦解共
有关系的重要一环。这与西方法学中“占有导向私有”的预设再次形成
对照，为所有权理论的跨文化理解提供了有益的本土经验参照。

（一）土改重置房产秩序：家族共有的瓦解和占有的凸显
培田全面土改发生在 1951 年和 1952 年。1950 年冬，培田乡成立分

农会，将培田分为 10 个居民组，并以组为单位登记各户人口、财产、土
地、山林、房屋、牲畜、农具等情况。1951 年评定阶级成分，168 户的培田
评定出47 户地主，10 余户富农。地主富农的五大财产和房族公产被征
收委员会没收并分给了贫困户。同年 10 月底，土地、山林、房屋分配完
成。1952 年，给各户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16从此，在政治、经济、社
会、房产等各方面，传统乡土宗族秩序被社会主义阶级秩序所取代。

与土地所有权屡次变动（土改分田—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
社—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相比，房屋所有权的改变可谓一次性完成。
土改中，公共的祠堂、书院以及地主房屋中可用于居住的部分被分给贫
下中农，并颁发了所有权证书。曾经，祠屋以符合世系结构的方式被家
族共有共居，而此时，大量横屋房间被重新分配给来自不同房支的贫下
中农家庭并加以确权。但是，公共空间（包括原先祠厅）部分却并未明确
划分确权，而是由新的共居者共同日常使用。由此，家族聚居和房屋家
族共有的传统模式被打破，形成了更为混合的房产占有格局。“文革”进
一步消除了厅堂祭祀实践，但住宅占有状况并未更改。集体化令宗族在
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影响被公社、生产队、生产小组替代，这时的集
体生产生活空间正是原先村庄、宗族、房支、家族的公共空间。例如，全
村共有的文武庙用来养猪，祖祠衍庆堂变成菌种厂，双灼堂上下厅成为
公共食堂。专祠和宅祠的厅堂也被用作集体化公共空间，如用以登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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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安排工作、保存资料等的 8 个生产队队部分别设在久公祠、在敬公
祠、锦江公祠、官厅等上下厅，不过横屋居住空间的占有并未更改。原先以
房支家族为线索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活动被生产队的集体生活所替代，
但建筑空间格局却保存了下来，为前者的再次接续提供了物质基础。

集体化结束后，公共空间又空余出来。改革开放后，传统宗族意识
与乡土社会逐步重建，庙宇、祠堂恢复功能。祠屋合一的住宅中的厅堂
重新被符合“房族—房屋”一致性的住户用作祖先祭祀与仪式宴请，而
横屋房间仍按照土改时的分配使用。于是，出现了共居者并非共祠者，
共用空间不再遵循原先同一家族共有共祀原则的问题。这种居住与祭
祀的不匹配，最终导致了土改所确立的共居与所有权分配的瓦解———贫
下中农的后代陆续将其长期合法持有的房产卖还给了原地主后代。

下文将以具体案例展示土改以来房产所有权变化的差异性，并揭
示其中蕴藏的一致性逻辑。土改时重分地主的祠屋房产，继述堂的小部
分被分给私人，双灼堂的大部分被分给私人，但因有原家族后代的占
有，土改所分配房间渐次回归原家族手中。灼其堂是整栋私宅被分给多
户贫下中农，并无原家族成员占有，最终，来自不同房族的贫下中农家
庭亦放弃了各自的所有权与共居，但房产并未回归原家族手中。都阃府
是地主私宅被“公家”占用，最终因房屋失火烧毁而被原家族追回了剩
余房产。紫阳书院是村产分给私人，因没有原家族追索且新的居住者达
成了祠屋合一，从而巩固了土改分配的所有权。尽管不同房屋所有权命
运各异，但都向共居者同时是家族、房产与祭祀共同体复位。至于原家
族能否重获房产，则取决于原家族后代是否始终保持对至少部分房屋
的“实体占有”，从而在恢复祭祖后夯实对神圣上厅与公共空间的“虚拟
占有”，进而可能将整座房屋重新纳入“房族—房屋”对应的传统房产共
有逻辑之中。在此过程中，空间性的占有变得极为关键。下文将通过不
同的房屋案例，展示占有的力量并非在于某种抽象的法律权利，而是混
融在具体的、日常的居住实践之中；原家族成员对房屋核心空间的具象
占有将物理控制与亲属体系、祖产观念、祭祀实践、居住体验等统合起
来，从而能够以“部分占有”触发向“家族共有”的整体性复归。

（二）继述堂与双灼堂：原家族与新住户共同占有
继述堂和双灼堂分别由十八世吴昌同四子和十九世吴华年所建。

他们是清末民初培田最显赫的两个家族，也是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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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两家。两宅都被部分地分给贫下中农，并被确权和长期居住。但
继述堂仅被分出了几间，双灼堂则被分走 2/3。20 世纪 80 年代，宗族观
念与祭祀实践恢复后，土改住户逐渐放弃占有。这其中，占有格局和祖
产观念共同推动了房产回归。

土改分房本身就与房屋空间和所有权格局有关。继述堂是十九世
四兄弟后代聚居，解放时发展到二十三世。超大家族聚居住房十分紧
张，因有人去台湾才有空房，仅分出若干间给两户贫下中农。80 年代，
被分房间均被四兄弟后代买回。按照继述堂后人说法，那么一大院子人
都是一家人，只有两家外人，很难住得长久。

双灼堂情况更复杂。吴华年建有双灼堂和灼其堂两栋宅第。土改
时，灼其堂被整体没收分配，双灼堂约 2/3 被分，剩余由吴华年三子和
四子家居住（见图 3）。吴华年共有六子，其余四人土改时均已去世且仅
留一名子嗣（于 1963 年去世）。土改分房时主要是吴华年的三子和四子
住在双灼堂，而他们的下一代多未成年，故大部分房间被分走。

注 ：作者自绘 ，底图参见李秋香著 《闽西客家古村落 ：培田村 》第 154 页 。

图 3：双灼堂土改后房屋占有状况 （20 世纪 50 年代初—80 年代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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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家族虽仅保留了双灼堂的 1/3，但却借此维持了对家宅神圣核心
上厅的占有。如图 3 所示，吴华年三子、四子家各占有上厅左右侧横屋
部分，两家共用上厅、后院和后围屋。下厅和内外宇坪左右横屋的房间
被分至四家贫下中农。中厅、下厅、内外宇坪、正门为所有人共用，但并
未在土改中进行分配与确权，理论上仍归吴华年三子、四子所有。由于
土改严酷加之阶级意识，房主后代和新住户关系紧张，时有激烈冲突。

集体化时期也占用过双灼堂的共用空间。1958 年，大食堂设在双灼
堂，占用了中下厅和内外宇坪的开敞空间（见图 3），进一步颠覆了宅祠
功能。不过，各住户内部仍保持着与原先相似的分家析产。吴华年三子
的 6 个儿子成年后分家，5 个房间不够分，便把大屋间隔开一人一半，
小儿子随母亲住。再下一代出生，后围屋也清理出来住人。四家土改住
户也在此生活劳作、生儿育女，亦有三代人同住于此的。

到了 80 年代改革开放，宗族传统渐次复兴。1982 年包产到户后，人
们生活富裕起来，各房派家族开始重新使用祠堂，集资请人打扫照看，
恢复祭祖。双灼堂后人在上厅恢复了祖堂祭祀，祠屋再次合一。80 年代
中后期，在此生活数十年的三户土改人家（图 3 中的住户 2、3、4）主动
提出想把房间卖还给原房主后代，吴华年重孙一代便买回了房产。其中
一位后代这样复述：

他们那个是很良心，说你们祖宗做的房子还是要还给你
们。他们还是愿意还给我们，但是我们要补他们一点钱。一栋，
一间屋 400 元，那时候钱很大。他们在外面自己做房子。……
还有一个，他弟弟就在朋口有房子，他搬下去了，但是不肯卖
房子。哥哥是没有儿子的，只有女儿，也很老了。

（访谈 20170806SZT-WSX）
主动放弃所有权的包括曾有剧烈冲突的土改住户 2 的两名后代，

但其中一家的三间卖还给了吴华年后代，另一家的三间（图 3 所示）则
卖给了对面土改住户。对于不愿卖且如今仍拥有 9 间房的这家（图 3 中
的土改住户1），吴华年后代也没再去说服，而是在等待只有女儿的他去
世，认为房子最终可以要回来，“祖宗的东西归根结底还是子孙用”（访
谈 20170806SZT-WSX）。村里多有类似情形，都是 80 年代开始，土改住
户或主动或接受将房产卖还给原房主后代，因为“还是要做自己家的房
子”（访谈 20210724WZX），并且认可原房主家族对房屋的优先权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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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能卖还他们也就卖还他们了，毕竟不是我们祖宗的”（访谈
20210721WYA），“要卖给外人是不大可能，必须卖给他们，别人也不会
买”（访谈 20180807WZJ）。在此，房屋的传统含义，即其作为祖产、与宗
族和祖先捆绑的那部分意义被释放出来，子孙继承祖产的合法性观念
影响着双方的所有感，而原房主后代实际占有部分房产则赋予家族集
体追索剩余祖产的现实能力。

如此，双灼堂大部分房产回到了吴华年后代手中，整个家族也像曾
经聚居一样相互调配居住，再次成为房产共同体。

（三）灼其堂：新住户共同占有私宅
灼其堂因整体被瓜分且没有原房主后代占有而未能回到原家族手

中。灼其堂也是吴华年所建，土改时尚未完成，木隔墙和地面未完工，门
楼也没做。整座建筑被分给了 6 户贫下中农。80 年代双灼堂住户卖还
房产时，吴华年后代提出想以同样价格买回灼其堂，其中 5 家住户拒
绝，仅有 1 户接受，但最终，几户住户还是因无法达成祠屋合一的共有
共祠状态而放弃了所有权。

尽管对祖产的追索意图仍在，但原房产家族的追索能力却因完全
失去占有而变得十分有限。改革开放后，祠堂和祭祀陆续恢复，但原本
建做专祠的灼其堂却无法被吴华年后代使用。据一位土改住户说，曾有
原房主后代母亲去世，想在灼其堂烧香祭祀，但终究未敢，之后此类事
情便都作罢了。这位住户是厥后堂后代，他结婚时本要在厥后堂设宴，
但当时厥后堂被房亲堆放木材占用了，于是他便在灼其堂宴请，但仍去
厥后堂烧香（访谈20180808WZJ）。也有其他住户选择在灼其堂婚宴，但
都去各自房祠烧香祭祖。可见，不仅原家族后代无法在灼其堂设祠龛，
土改住户亦无法在此祭祀。与之对照，仍占有双灼堂部分房屋的吴华年
后代则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在上厅设香火堂，并使用公共空间做仪式和
宴请。因此，世系与房屋符合与否限定了家宅能否用做家族祠堂，而土
改重置的房屋占有格局则影响着祠祀能否最终达成。

如上，在 20 世纪 80 年代，灼其堂住户拒绝卖还房产，至 21 世纪已
有 60 多年三四代人，那么他们是否建立了对灼其堂完全的所有感和归
属感？虽然原房主后代认同这是他们的房产，“土改分给他们的嘛，他们
卖就卖，不卖就不卖，我们也不能勉强”（访谈 20170806SZT-WSX），但对
他们来说，这似乎终究与祖宅不同。依培田传统，三代开始筹划建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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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灼其堂的买卖也是在各土改住户和代理购买人之间循乡族惯例私下协议进行的，协
议达成之后，再凭原房屋所有权证、双方户口本、买卖协议到政府部门进行房屋所有权
变更。2020 年福建进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时，新房产主进行了宅基地使用权登记，
但证书尚未颁发。
18. 曾有灼其堂土改住户去世，而吴华年后代不允许其棺材从这处拐角空地抬出的事情。

或将厅堂神龛升格成香火堂，但土改住户来自不同房支家族，无法在厅
堂设立共同祭祀。因此，即便土改住户对房屋有合法所有权，也有支配
性占有，但房屋始终未能形成“祠屋合一”状态，住户间也无法成为祭祀
和生活共同体，无法达成完整的祠屋共有。复苏的宗族和祖宅意识也
愈发对住户占有造成压力，“改革开放后他们敢说我们风凉话：‘……
这是我祖宗做的房子，你们（怎么）好意思住’”，一位土改住户如是说（访
谈20180818WB&WJX）。

2003 年，从培田出去的一位在厦门发达的人士，请同房的一对弟兄
帮助说服这 6 家人，最终在 2006 年以 7 万每户的价格买下了这处房
产。 17 当时，灼其堂十分破败，加之居住拥挤，这 6 户乐意拿钱单独自
建。对于为何之前不卖这次却愿意，住户们表示，卖给原房主后代“价格
上没有主动权，他们也没那个实力”，也不可能一户一户买卖，“其他人
家会反对，……你要知道那个家族文化，……一旦有人卖给他，他们（原
房主后代）有一个人插进来，其他人再想卖（给别人）都不可能了”（访
谈 20180807WZJ）。尽管如此，土改住户在集体售卖前仍叫来了双灼堂
二十二世诸兄弟告知打算，并表示仍愿以稍低价格卖还，但双灼堂后代
鉴于房屋破旧、修缮昂贵而最终作罢。可见，宗族始终有追索祖产的权
利，其追索权也被村民认可，但现实占有状况和经济实力限定了其追索
能力。

被易手卖出使得灼其堂彻底更换了主人，也使得原房主后代再无
收回可能。与此同时，购买者还支付给双灼堂后代共 7 万元以买下灼其
堂的中轴共用空间———这部分在土改时并未明确分予贫下中农，并支
付了 2 万元购买两宅前共用空间与外出走道使用权。18可见，祖产权利
和土改重置房产权利皆有效力。之后，灼其堂更名为“吴家大院”，刻意
不再使用堂号以宣示与原主之分离。与重新回到原家族的双灼堂相比，
灼其堂的再次易主看似是对原房屋权属的进一步背离，实则顺应了传
统房产共有观念———房产共有应当在世系、祭祀与房屋的统一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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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紫阳书院的房屋买卖也是私下协议进行，并在 2020 年进行了宅基地使用权登记。

（四）紫阳书院：村庄公产被独户占有
紫阳书院是村庄公产分给私人，因而没有原房产家族的牵制。建筑

初始功能与所有权属性（书院、公有）、占有空间格局（独户占有）和占
有实践都影响着所有感和占有的延续。紫阳书院以建文武庙筹资余款
所建，为全村共有，1906 年学堂改制后被废弃，土改时杂草丛生。紫阳
书院共 6 个房间被分给 3 户贫下中农，其中两户无继承人，便卖予了另
一户。19这一户又只有一名男性继承人，等于房屋最终归有继承人的这
户一家所有。

紫阳书院是培田产权最简单的古建，也是后占有者最终具有最完
备的所有权和所有感的案例。这有赖多方条件：首先，它的书院功能早
已废弃，由全村所有转为单户私有，没有任何有祖产追索权的家族与之
竞争；其次，独户占有建立了对房屋最完整的支配；最后，在居住实践
中，土改家庭不断与房屋互构加强所有感，并有机会达成祠屋合一。另
外，占有者的经济实力与行动也巩固了占有和所有权。

这名唯一继承人是土改所分住户的第三代，他于 90 年代考上大
学，之后在上海工作，意图回村养老。紫阳书院是国保单位，本应由政府
修缮，但政府遵循“抢修”原则，仅保证基本安全而非修缮得适宜现代居
住，因此继承人提出自己修缮。在县文体局允许下，他聘请建筑师和工
匠将破败房屋改造一新———重整木构架、夯土墙、木隔板、屋顶，重新铺
地，并新建了四个厕所。主人出钱修缮本就是更完整的所有意识的体
现，这一行动也再次加深了其作为建筑之主的信念。

长期独户占有塑造了家庭与房屋强烈的归属感。房屋改造时，继承
人父母搬至邻家居住，他父亲突发重病，却拒绝住院，坚持要搬回正在
施工且居住不便的紫阳书院。按当地传统，老人要在自家去世，弥留之
际需被置于大屋间。尽管紫阳书院并非其自家祖宅，但他父辈祖辈十分
穷苦，之前无任何房产，这亦强化了这一住宅的重要性。并且，他生长于
此，十分眷恋这里，独户居住后便在上厅设龛，强化家族与房屋关联。

继承人还留下了独有的建造。建筑物与后山间有少许空地，他先是
扩充出后院，建山体护坡时，又顺势做了两层露台，还进一步后扩平台
加建了两层共 6 个房间。县政府曾派人拆除违建，却因住户房亲前来保
护而得以留存。至此，房主不仅投入修缮，还留下了相当体量的新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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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栋分来的房屋更像是他本家甚至本人的一部分。
紫阳书院加建在山坡高处，十分醒目。村里人对此多有非议，但也

认为书院已经分给他家，他要建也没办法，即在不满中仍承认他对私宅
的处理权。一位乡贤曾提出，有一笔以恢复朱子会为名的钱款———朱子
会曾是培田读书人在紫阳书院的定期聚会———想把钱用在紫阳书院
上。然而，书院主人婉拒了乡贤用这笔钱设计空间、买家具哪怕是买一
尊朱熹塑像的想法，建议用这笔钱买汉服或明服，厅堂仍主要用来置龛
拜祖。

紫阳书院主人自己耗资巨大改造住宅，同时拒绝政府和其他人投
入的态度颇值玩味。公产变为私产后，所有权并无异议，但建筑作为村
产和书院的历史却未完全消灭，占有人于是刻意排除相关的牵连与占
用，并以各种方式将它重建为自己的住宅。通过设立祠堂、劳财投入、新
的建造以及长期独户占有，占有人建立了近似传统的家族与房屋之复
合，巩固了土改赋予的所有权。

（五）都阃府：私宅占为公用
都阃府是私宅被占为公用的案例。在此案例中，原家族有强烈的追

索意向，但并无任何实体占有，最终，因新占有被意外消除，原家族重获
支配。

都阃府是吴华年三兄弟于 1897 年建造的祠屋合一大型宅院，三进
三开间外加单侧横屋。土改前，这栋培田最华丽的建筑已屡次被占为公
用。例如，1923 年，有军队师部驻扎在都阃府；1951 年，长汀县第 15 区
人民政府亦设在都阃府。同年土改时，三兄弟的后代全部搬出，住进了
家族其他房产中，从此，都阃府被整体占用。1954 年，宣和区政府搬到
曹坊，都阃府成为吴坊乡政府驻地，之后又作大队部及医疗站，再后来
成为村委会所在地直到 1994 年。

屡次被征用的都阃府并未被颁发房地产证予以确权，长久以来介
于被“占用”和“占有”之间的状态，即乡政府或村委会并不拥有所有
权，理论上它仍归原家族所有。所有权和实际占有之间的分裂为所有人
追索家产提供了空间，但公共性部门的占有事实又令追索障碍重重。同
私人占有不同，都阃府后代面对的是可无限延续的村委会，无法像对私
人占有者那样买回房屋或等其无人继承而放手。

1994 年 10 月的一个晚上，培田全村出动去曹坊看戏，都阃府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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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都阃府后代对此说法予以否认。

时的村部失火，待村民返回时火势已难控制，房屋主体被完全烧毁，只
剩门楼、华表、铺地、柱础石及少许左横屋。没人能说清怎么失的火，但
迹象表明可能是有人纵火。培田住宅多配有池塘防火，而那日刚巧都阃
府旁的池塘被放干了水。至于何人所为，许多村民认为正是都阃府后
代。 20大家似乎认为，都阃府被占对其后代不公，因而导致了其以烧毁
祖宅为代价的激烈报复。这也说明，没有经过法律确权，长达半个世纪
的占用并未像土改所分私宅那样被承认占有的合法性。

失火后村部搬迁，都阃府后代将残余横屋修复用以居住。废墟地基
是文保单位，不允许重建，但村民毫无异议地认为，它属于都阃府三房
兄弟的后代。这片空地是村内唯一大面积开敞空间，因紧邻祖祠衍庆堂
而成为游客必经之路，类似一个小广场。许多村民在此摆摊，但都会事
先征得都阃府后代同意。笔者也曾在此组织活动，却被告知这里不是村
庄公共空间，而是私人领地。于是，这栋华宅虽已消失，但土地和空间却
戏剧性地再次被其后代占有，可见原家族对祖宅强大的追索能力。

上述诸案例显示，借由土改，国家打乱了宗族房产体系，重置了房
屋所有权和占有，但多代占有实践并未导致住户对房屋相同的所有感
和占有延续，也产生了相异的所有权变迁。其中，体量巨大、极少数分给
贫下中农的继述堂原家族最早收回全部房产，被分走 2/3 的双灼堂的
后代也已赎回大部分房产，全部被分的灼其堂原家族彻底失去了房屋
且所有权再次易主，原先村庄公有、如今独户占有的紫阳书院由后入者
获得对房屋最完整的所有权，被据为公用的都阃府则以戏剧化方式重
新回到了原家族手中。总之，尽管情况纷繁各异，但都向共居者同时是
家族、房产与祭祀共同体复位。

五、占有何以导向共有：占有的事实性、空间性与实践性

通过比较案例分析可以看到，祠屋系统所凝聚起的宗族社会的时
空结构，在几经变迁之后仍起到重要作用，家族共有也得到了修复。房
屋的整体性依旧成立，能够继续维系物质空间、社会关系、精神观念的
交融统合。土改曾经打破家族共产共居、宗族社会组织和所有权观念，
导致房产共有的传统方式解体，但因为房屋建筑体的保存、祭祀实践与
宗族观念的复兴，土改后的多家族混居又重新向单一家族聚居复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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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罗马法之“占有”（possessio）仅是事实状态，与所有权无关。日耳曼法的“占有”（Gewere）
则是权利的外观。欧陆私法传统将两者混合发展，在不同国家的民法典中形成了不同程
度的占有保护（谢在全，1999；王泽鉴，2010）。
22. 例如，德国、瑞士的民法典规定，占有他人未经登记的不动产一定期限（如 20 年），占
有人可申请登记成为不动产所有人；不动产登记错误达一定期限（如 20 年），错误登记
即成为正确登记，原不动产所有人不得请求更正（尹田，2017：236）。
23. 英国《1980 年时限法案》（Limitation Act 1980）规定，公开擅自占用（squat）土地超过
12 年，原所有权人未起诉追回的，侵占者自动成为合法所有人。《2002 年土地登记法案》
（Land Registration Act 2002）之后，对已登记土地的逆权侵占程序更为严格，需向土地登
记局申请并经通知程序方可取得所有权。

此过程中，新的关键性变量产生了，即异质性“占有”的“发生”。在传统
共有体系内，占有符合“房屋—房支”所有权分配系统，占有与所有、事
实与权利皆符合乡族惯例与国家法律，但土改之后，新的国家政权重置
了房产分配，新的法律和制度成为所有权的合法性来源。在改革开放时
期，宗族组织与宗族观念复兴后，便产生了房屋占有与家族共有之矛
盾、居住与祭祀之分离以及所有权与所有感之不符。在家族共有的部分
崩解之中，“占有”才成为问题。本节将讨论，原房产家族后代和土改住
户的占有分别构成何种现实牵制力，从而影响所有权更替？在何种情况
下，占有并不导向私有，反而会推动共有回归？

本文开篇已经展示，在政治哲学与法权史中，“占有”被视作从“共
有”向“私有”演变的重要转换器。在法学理论里，占有的特殊性就在于
它可与所有权分离，21而仅作为（有意图地）对物管领的事实状态，即无
本权的“事实占有”也因维护社会和平的需要而受到保护（萨维尼，
2007；霍姆斯，2023）。占有的这种效力不仅体现在对无主之物或共有
物的占有保护之上，甚至还可能转移已经存在的私有权。在罗马法和
现代欧陆民法中都有“取得时效”（usucapio，acquisitive prescription）之
规定，即持续占有他人之物一定时间可以取得所有权。 22 在英美普通

法传统中，对他人之物的长期占用即“逆权侵占”（adverse possession）23

也可通过占有事实与诉讼时效的结合而固定为占有权 （right of
possession），并最终确立为合法所有权 (ownership)（波洛克，2013；芦雪
峰、李凤章，2014）。
“占有”如此强大的现实性与被国家承认的法律效力，令它的确具

备私有化或再私有化的转换潜力。在闽西村庄案例中，土改后的新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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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亦兼具事实性与法律合法性。然而，比较案例显示，持续占有使用
并不必然能够夯实所有权。房产占有与政府确权均未导致房屋家族共
有的彻底瓦解，以致走向西方个人主义式的财产权（麦克弗森，2018），
甚至某些占有恰恰导致了家族共有的回归。渠敬东（2013）曾谈到，中国
乡土社会并非“占有本位”，乡村默会的习俗惯例的合法性和血缘亲缘
等乡土社会连带关系模糊了占有权边界。但若将抽象的“占有”放回具
体占有经验中考察，放弃单一、绝对地看待“占有”，便会发现，“占有”
概念本身具备相当的包容度，其原理可与中国乡村的亲属体系、家宅实
践、祖产观念等相互容纳，从而也能在不同的文化与法律范式之间做出
比较与沟通。

首先，占有的事实性仍意义重大。培田人口中的“占有”基本对应
实际控制被占有物体而悬置所有权状态，如，“我们祖宗的房子被他们
占了去”“人家占着我们也没法卖”。这种“占有”既可能是权利占有，例
如土改后被确权的贫下中农对地主房产的占有，也可以指无所有权
的、单纯的占有事实，如村部对都阃府的占有。无论何种，占有都在相
当程度上巩固了土改带来的房产再分配，这与西方占有理论有相合之
处。就土改住户而言，土改赋予新占有者对房产的现实管领力，阶级斗
争则培养了“应当如此”的占有意图。新的占有事实终止了前占有，令
他人的占有取得十分困难。因此，除非土改住户同意卖还，原地主后代
无法重获房产。即便是未得到确权的“瑕疵占有”，如村部对都阃府的
占有和紫阳书院住户对道路和山体的占有，亦被接受为现实，并获得
了相当时间的占有延续。尽管中国对占有的保护立法尚不完善，但在
实际操作中，若有人想针对有争议的占有发起所有权诉讼，则起诉人
需负举证责任，这赋予了占有人重要的程序优势，已然是对占有的某
种保护。因此，土改后的新占有无论确权与否都得以延续数十年，地主
后代需赎买回房产，都阃府后代只能在房屋烧毁、消除他人占有的情
况下恢复对物之支配。

但是，仅是占有的事实性本身不足以解释所有权的不同走向。同样
是长期事实占有，为何有些住户卖还房产，而另外一些并未如此？这便
必须进入培田房屋占有的空间特殊性，即占有并不是发生在均质性或
独立的空间之中，而是和其他占有并列发生，并与占有对象房屋的物性
紧密融合。上文已经论述过培田传统家宅“祠屋合一”的空间配置，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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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过去曾有某些公共空间被排他占用，甚至导致共有所有权的正式分割，如后院棚落
在各家长期放置谷仓后逐渐变成各家家产，占用院落一角的鸡舍最终计入分家面积，但
宅祠核心共有区域始终保持不被任何家户独占或分割。

轴线上的祭祀与仪式空间统摄周边横屋的居住空间，家族共有共用和
多方私人占有并存。土改的所有权重置，仅分配了横屋房间给贫下中农
予以居住并予以确权，而并未分配中轴线上的厅井院落等公共空间，在
后续居住中亦未发生排他性占用。24中轴厅堂的功能缺位 ,为原家族重
新填充祭祀，即恢复祖先对祠厅的“虚拟占有”提供了可能。不过，这必
须以原家族后代对至少部分横屋房间事实性的“实体占有”为前提。例
如在继述堂、双灼堂的案例中，由于地主后代仍占有部分房产，改革开
放后快速在上厅重新设置祖先牌位、神桌、香炉等，并且每月初一、十五
上香，元月、清明、秋祭祭祖，婚丧升学等重大事宜亦在此仪式和宴请，
使得祖先再次持续在家屋中在场。这些夯实了祖先即房族对核心空间
的“虚拟占有”，从而能够再次以此统摄整栋房屋的整体性，强化“祖
产”身份和激活产权的向心性，并在物理和心理上都对土改住户形成挤
压，迫使他们逐步卖还房产，恢复原家族共有。在灼其堂的案例中，尽管
厅堂等公共空间亦未分给土改住户，法律上仍归地主后代所有，但空有
所有权而没有任何事实占有则无法锚定其权利，以致地主家族最终失
去了房产。而对灼其堂土改住户来说，他们仅有分开的所有权和占有，
又因分属不同房支而无法在此实现祭祀，即“祠”“屋”未能合一，终究
难以形成完整的所有感和归属感，最终全部选择放弃占有而卖与他人
获利。因此，尽管原房产家族皆有意图追回祖产，但唯有实在的占有支
配才构成对土改住户出售房产的有力限定。必须要有祖先祭祀的“虚拟
占有”和后代居住的“实在占有”相结合，才能获得更完整的所有感和更
稳定的所有权。紫阳书院恰因没有原家族追索且土改住户独户占有，最
终得以达成祠屋合一，进而巩固占有。

最后，房屋占有还是丰富的居住生活实践，这些微观日常政治也对
占有延续和共有维持具有重要影响。培田传统分家以交叉、共用、统一
为原则，土改分房却力图各户空间相对完整、独立。前者鼓励在空间使
用上有相当程度的混合，甚至设置规则要求强行混合，后者则避免交叉
混用。当然，传统的家族共居共产中也不乏冲突不和，但却有更多机制
维系共有。例如，有一对兄弟不睦，共居时鲜少说话，却共用偏厅分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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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并在偏厅共设亡亲牌位。两房日常也有各种不对付，但在家族祭祖
和节庆宴席上，又会共坐一桌，笑颜和悦，互相敬酒。而对于土改混居住
户而言，并无亲缘和祭祀为纽带，若不能妥善处理共居中的大小问题，
并置的占有便会在冲突中分崩离析。尽管土改住户多锁闭朝向中轴的
通道而仅以侧门出入，但邻居生活仍有大量摩擦。有受访者提到，丢东
西、鸡乱跑、鸡蛋被偷、过道占用、孩子打架、连通各天井的排水管堵
塞、难以共修屋架或翻瓦等都会成为邻里矛盾的导火索。失去亲缘带来
的天然聚合和传统家族共产制度的保证，混居住户难以仅因邻近占有
而结成房产与居住共同体，因而更易放弃继续占有。

综上，作为客家单姓宗族村落长久累积出的社会形态，祠屋系统仍
构成当下房产所有权导向的基本时空结构，世系与宅祠对应的观念和
家族房产共有的逻辑仍旧有效。房屋所凝结的“空间—社会—观念”的
整体一致性在土改后遭到破坏，但因某些契机而得以保留。土改打破了
家族共有的房产分配，但房屋整体的空间结构得以留存，家族成员关系
和祖先祖产观念也得以部分保留和恢复。在向“房族—房屋”对应和家
族房产共有的回归趋势中，有赖于房产占有的一些关键性要素，原房屋
家族成员的事实性占有构成所有权再次变化的锚点。这些占有并非抽
象或孤立的，而是在房屋具体的社会空间属性中展开，与丰富的日常生
活实践相连。这些具备祠屋成员权资格的后代的“实体占有”和祖先的
“虚拟占有”一起有效牵制了土改新住户对房屋的使用与交易，撬动了
家族共有的回归。当然，祖先对房屋的“虚拟占有”并非纯粹观念性的，
而是有其物理实在性，落实在房屋共有性空间格局（如中轴厅堂的祭祀
与仪式之共用）之中。

因此，在对房屋这一具有整体性的特殊之物的具体占有中，占有事
实的确会带来一定的占有延续和伴生权利，有与西方经典占有理论法
理逻辑相通之处，但持续占有并不总是导向个体性的所有权确认，甚至
可能在特定情形下导向对个体所有权的放弃，而走向共有的回归。如果
共同居住户无法在占有实践中成为真正的“房产—祭祀—居住”共同
体，那么他们便始终无法形成完整的所有感，进而会影响继续占有的意
图并可能带来所有权的再次更换。可见，占有未必总是私有的先导，而
可以是共有的技术。房屋占有和所有权在具体的时空和社会文化中展
开，是房屋所汇聚的综合制度在财产实践上的投射，无法从其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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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中剥离出来。至今，房屋家族共有仍与乡村亲属制度、家产分配、
祖先观念、祭祀实践相匹配。换言之，家宅的综合性质仍具有本体论上
的意义，是乡村房产“法”的重要尺度（朱晓阳，2021）。

六、共有的乡族惯例与国家法律之融合

上文已经论证，在当下闽西客家村庄中，“房族—房屋”之对应依旧
有效，房屋之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遵循传统的共有逻辑，即共居者趋
向于同时是共产、共祖、共祀者。这些仍构成村民对房产的核心观念与
实践原则。培田这套依循宗族房支脉络的房产分级共有制和基于房族
土地共有的层层析分与提留一样，长久以来是乡村惯例和民间法秩序
的重要部分（郑振满，1987）。家族同产制和乡族共有制也构成传统宗族
村庄的经济基础（傅衣凌，1988，2007）。新政权建立和土改曾经打破乡
族规范性体系并建立新的合法性来源，如今，土地和新宅基地分配已经
依据新的法律与原则，但经过长时间居住实践和时代变迁后，老房子的
占有格局和所有权心理却向传统复归。当然，房屋所有权的完整确权仍
需要得到国家与政府公权力的最终确认，因此便产生了在这些仍遵循
传统房产逻辑的老房子上，乡族共同体和国家公权力两套相异的所有
权秩序如何在法律和实践中融合的问题。

事实上，政府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兼容了村庄的房产实践。首先，政
府部门承认村民协议交易房屋使用权。80 年代以来，培田房屋“买卖”
皆为私下协议进行（如继述堂、双灼堂），一般由双方家族成员到场，在
“中人”公证下签订协议，属于传统房产转让程序。1993 年农村房屋确
权时，政府部门皆为新产权人换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06
年灼其堂的买卖也是土改住户和代理购买人之间循乡族惯例私下协议
进行，之后又凭原房屋所有权证、双方户口本和买卖协议到政府部门进
行房屋所有权变更。2020 年福建省进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灼其
堂新房主进行了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紫阳书院主人亦对其购买和加建
部分进行了登记。其次，政府登记宅基地的细节设置也顺应了家族共产
的实践逻辑。在1993 年以来的宅基地使用权确权中，政府将私人占有
房间确权给个人，将同房族人共有的公共空间或计入“共有使用权面
积”并注明各人分摊面积（如双灼堂），或制证时由房族一人“代领”共
有部分，并备注哪些房族成员共有。对于共同居住但不同房族的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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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证上则仅标明个人占有房间面积，而不对共用空间进行确权（如灼
其堂）。这些对共用空间的差异性处理，实则在新的产权体系里保存了
共有，认可了房屋要由同家族成员共有的逻辑。

但是，这样一些在实务处理时的折中做法，在复杂的现实状况中
仍会出现某些问题。前述某一人代领祠堂或家产中的共有部分，便存
在共有房产被私有化的风险。这在小房派的小型祠屋中更为明显。有
些规模较小的房祠在土改时房间被分给了本房派中的成分较好的某
户家庭，但公共空间并未分配。改革开放后，这些房祠也都恢复了祭
祖。然而，却有代领公共空间的住户在换发证书时私自将共有部分登
记为私有房产，引发了房族纠纷。其实，无论是代领还是依公共空间
所有成员按份共有处理，目前登记认可的共有人都仅限于被分配到横
屋房间的产权人之间，并不能覆盖实际上都应“有份”的所有房族共
有人。

上文曾提到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差别，前者更为个体主义，后者
更具团体性质。我国民法认可夫妻、家庭和合伙关系之间的共同共有，
但宗族 /房族并非法律主体，并不能像个人、企业法人或社会团体那样
直接登记为财产所有人。如今，如培田这样的祖屋所有权登记，实际上
更像按照按份共有这种基于个体主义的所有权方式（即个人私有房间，
私有房间者才可共有公共空间），并不完全利于承接家族共有传统。对
于传统社会中祠堂、祭田等族产的所有权性质，中国现代法制转型中曾
定性为公同共有（即当前民法中的“共同共有”），《大清民律草案》和民
国大理院、司法院判例皆是如此（李启成，2014）。我国台湾地区沿用了
1930 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并于 2009—2010 年修订“物权编”，将公同
共有成立之依据从“依法律规定或依契约”修改为“依法律规定、习惯或
法律行为”，从而将长期以来在习惯和判例上被承认为公同关系的家
产、祭田、祀产、祭祀公业、同乡会馆等明确纳入了公同关系范畴（谢在
全，1999；王泽鉴，2010；郑冠宇，2010）。在中国大陆地区 ,祭田虽已消
失，却仍保有许多祠堂、房屋等宗族、房族财产 ,或可考虑参照上述处理
思路，在法律修订或司法解释中，将祠堂和其他未分割的宗族共同财产
更明确地承认为共同共有，并在兼容乡村其他产权规定与复杂性的情
况下，在登记中予以更完整的认定，从而在现代物权立法中更好地兼顾
传统共有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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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房屋何以共有？

本文通过对闽西客家宗族型村落的长期考察，探讨房产观念与实
践在乡族传统、国家干预与当代复归中的动态演变，试图以人类学式的
整体性视角回答“房屋何以共有”和“共有何以维系”的问题。文章指
出，宗族社会的房产共有并非抽象的股份权利，而是与特定共有物即祠
屋系统绑定在一起。由于房屋与房族的系统对应性，房产继承与分配也
共享了宗族分支这种由总而分的基本逻辑。与此同时，“祠屋合一”的建
筑内部也以中轴对称、厅井院落的空间配置与交叉分配、共有共用等空
间技术统筹着房产的共有与分有。尤其是中轴线上神圣的、共有的祠堂
空间统摄了两侧世俗的、分有的居住空间，更使得房产占有与所有具备
向心性和整体性。这一整套的社会空间配置，使得宗族社会能够在房产
不断析分为个体与小家庭的分有中，始终稳定维系着依宗族世系展开
的层累式团体共有。

新政权下的土改打破了宗族组织模式与家族共产体系。本文通过
多个比较案例细致呈现了土改以来不同房屋的房产再分配历程，并以
此重新审视“占有”在产权变迁、共有维系中的角色。文章指出，在改革
开放以来房产秩序重新向传统家族共有逻辑复归的过程中，“占有”成
为关键变量，只要原家族后代能够维持对部分房间的“实体占有”，便
可通过恢复祭祖来重新激活祖先对中轴祠堂空间的“虚拟占有”，两者
结合便可对土改住户的继续占有形成结构性挤压，同时对后者出售房
产形成牵制，最终牵引房屋所有权向家族共有回归。文章强调，占有在
此并非抽象、孤立的事实，而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空间与居住实践之
中。唯有祠屋合一才能达成完整的所有感，进而巩固占有和所有权。因
此，与西方预设占有分割共有、导向私有的单一线性逻辑不同，中国宗
族型村庄的案例表明，占有也可以是维持共有的技术，并可成为恢复
共有的锚点。

本文将共有问题与华南宗族社会同居共财现象结合讨论，尝试将
“物”重新带回产权研究的视野。“祠屋”在此成为凝聚宗族社会的重要
本体。通过阐明祠屋 /房屋如何将建筑实体、亲属制度与祖产观念融为
整体并持久在房产权利上发挥作用，为理解非西方社会的产权实践（共
有+分有）提供了具象化的分析模型。本文对“占有事实”进行了复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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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亦强调其与祠屋结合的空间性（虚拟占有+实体占有）和实践性，
以此解释占有何以强化而非瓦解共有。这些现象不仅表明共有可以是
稳定而非过渡，占有可以是纽带而非分割，也在论证中避免了西方所有
权理论中对“物”和“权利”的抽象观念化和产权经济学中对“人—物”
关系的简化，并弥补了“产权的社会视角”和祖业权研究中对空间物性
的忽视。正是由于看到传统共有产权制度融合在房屋复合特性及其时
空结构中的韧性与弹性，本文也对如何在当下乡村房产确权中兼容共
有传统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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